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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互动视角下清末民初上海的 

动物保护活动 

王晓辉
1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运动发源于 19世纪初的英国,但我国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于理论和实践

两个层面也均孕育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资源。鸦片战争后,英人将其国内动物保护运动的做法移植于上海租界。在

这一过程中,双方既有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有互动和交流。进入 20世纪后,一些先进的本土人士一方面积极从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对西方动物保护运动也主动借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保护活动逐渐

在上海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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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年英国议会通过《禁止残忍和不当对待牲畜法案》(又称《马丁法案》),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起源。

自此之后,动物保护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并日益成为一项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事件。然而,历史学家对此关注却极少,正

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爵士所言:“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公正对待这场革命”。(1)这一点在国内学界也十分明显。(2)本

文以全球史所倡导的跨文化互动理念为视角,将清末民初上海的动物保护活动置于中英两种文明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一、19 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 

基思·托马斯爵士曾坦承,18 世纪以前在整个欧洲数英国人“残酷对待动物的名声最臭”。(3)当时英国不仅有各种各样非正

式的折磨动物的方法,诸如斗牛、斗狗、斗鸡等残忍的动物斗戏更是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的流行娱乐方式。然而,及至一百余

年后,《马丁法案》的通过则宣告英国已经逐渐开始告别残酷对待动物的恶名,并由此走在了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前列。之所以

发生这样的变化,不仅因为西方历史上一直有善待动物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与科学的发展,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拓展以及英国

社会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关。 

英国动物保护运动在 19世纪初的兴起有着深厚的思想积淀。当今动物保护理论的先锋人物彼德·辛格教授将其追溯至犹太

教—古希腊—基督教—启蒙运动这一思想脉络。
(4)
总体而言,在启蒙运动以前,西方思想中虽然也有毕达哥拉斯、普鲁塔克等认为

不论是否对人类有不良影响,凡是残忍对待动物都是错误的之观点,但以《旧约》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出于人类中心主义

为人类利益而考量的善待动物论则一直是主流。(5)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开始瓦解,

动物也开始由低人一等的兽类而转向同门造物的伙伴及朋友。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启蒙运动的

推进,人们的思想也似乎变得更加细腻、敏感。人们的同情心不仅开始施于奴隶、妇女、罪犯等之前视为“非人”或“半人”的

群体,人类之外的动物也开始被投射更多的关怀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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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托马斯爵士将这种表现称为“新感性”。他认为,“这一切发生在 1700 年之前”,而到了 18世纪,“感性没有发生根

本的变化,但却似乎更加广泛地播撒开来,而且更加明确地得到当时宗教与哲学学说的支持”。(6)这种“新感性”之所以在 18 世

纪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入18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动物之于人类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于许多当时的中产阶层而言,动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由之前赖以谋

生的工具而转化为家庭宠物。与此同时,尽管煤炭、蒸汽、水力等越来越多地代替了之前马、牛等所提供的动力来源,但在急速

发展的城市里面,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却也随处可见。这就使得动物所遭受的痛苦更多地出现在已经滋生出“新感性”的人们的视

野里,因此也就愈发不可忍受。希尔达·基恩就指出,英国动物保护运动之所以发源于伦敦,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是当时英国的经

济、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不仅汇聚了大量的各层人士,而且也有大量的牲畜与人为伍。新兴的中产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更

有可能目睹大量虐待动物的行为。而他们的所见、所感也对日后英国反虐待动物的做法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7)另一方面,18

世纪末以来,随着废奴运动、刑罚改革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等的兴起,奴隶、妇女、罪犯、精神病人等之前曾被视为“非人”或

“半人”的人群逐渐被纳入道德关怀和保护的视野之内,顺此趋势,则移情圈的扩大最终也会将动物包容进来。这也就是为何许

多动物保护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也是其他人道主义运动的倡导者的原因。最典型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不仅是废奴运动的领导人,

同时也是一个热忱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并在日后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发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样,18 世纪末的英国在思想理论、经济条件、群众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掀起动物保护运动的条件,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

护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英国应运而生。从19世纪初开始,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关爱动物者屡次在议会提交议案,希望从立

法层面禁止虐待动物。1800 年,威廉·普尔特尼议员在下院提交了一个禁止斗牛的议案,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保护动物的

议案。(8)尽管该议案遭到了否决,但却首开在议会中针对动物而进行立法的先河。此后,尽管历经多次挫折,但在动物保护主义者

的不断努力下,《马丁法案》最终于 1822 年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案保护的对象主要是马、牛、羊、驴等少数在城市中

常见的牲畜,禁止的行为主要是任意、残酷地鞭打和驱使以及不良对待。(9)《马丁法案》虽然获得了通过,但如何执行却依然是一

个难题。为保证法律的执行,1824 年 6 月,马丁和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福斯等在伦敦成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简称 SPCA)。(10)该组织为民间性质的公益自治团体,旨在监督伦敦和英国各地是否

有违反法案的行为,并积极针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该组织成立后在英国的中上阶层有广泛的影响,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840

年维多利亚女王授予 SPCA 皇家头衔,该组织遂称为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 

随着动物保护运动的发展,英人对于“残忍”和“虐待”的定义不断拓展,其所约束的行为逐渐扩大至边沁等功利主义者提

出的所有“不必要的痛苦”。(11)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动物保护的对象不断扩大,被视为残忍而受到禁止的行为也日益广泛。家

养动物、野生动物、实验动物等相继被纳入保护范围之内。斗狗、斗牛、斗鸡等动物斗戏被认为“血腥”而相继废止。动物的

饲养、运输、屠宰等环节也都有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以免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与此同时,随着专门的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出台

以及RSPCA等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动物保护组织的出现,英国的动物保护行为逐渐超越个人和道德领域而成为一种具有政府和法律

意义的国家行为,其权威性、组织性和强制性都非 19世纪前所能比拟。在法律的执行方面,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主要处罚方式为

罚金和监禁。RSPCA 成立后积极充当了监督者和起诉者的角色。《泰晤士报》在当时曾报道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如 1855 年 12 月

14 日,《泰晤士报》就曾对一起 RSPCA 检查员指控的虐待动物案进行了详细报道。当时一名叫托马斯·怀特的屠夫因为被指控以

残忍行为杀羊而被法庭处以 3 英镑 2 先令 6 便士的罚金或一个月的监禁。(12)在整个 19 世纪,该组织有关虐待动物的指控一直呈

上升趋势。1830 年至 1839 年,共有 1357 起案件。而在 1890 至 1899 年,这一数量已上升至 71657 起。仅以 1896年为例,即有 9325

起案件被处以罚金,225 起被处以监禁。(13) 

二、近代以前中国的动物保护思想及实践 

彼德·辛格教授在其名著《动物解放》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或许有些人说,中国人对本书所提出的伦理观念似乎很

陌生,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西方人创立的对动物的关怀。但是我不相信存在这种差异,或者至少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差别。其实曾

经有些最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对待动物的态度比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要先进得多。”(14)确实,正如彼德·辛格教授所言,19 世纪前

的中国在动物保护的思想积淀上丝毫并不逊于西方。而且,除却辛格教授所谈的理论基础外,即使在动物保护的实践层面,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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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清朝相对于同时代的英国来说也并没有质的差别。 

首先,在动物保护的思想脉络上,相对于 19 世纪以前的西方,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保护的思想在很多时候实际上要比西方更

加丰富,与现代动物保护思想也有更多的契合之处。除却彼德·辛格曾经提及到的孟子和庄子外,从《周易》、《山海经》及至儒

释道三家,中国古代典籍和思想家论及善待动物的篇章还有很多。儒家的仁民爱物,佛教的戒杀护生,道教的道法自然等思想在历

史上都曾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些思想的支撑下,历代士人阶层中有关爱护动物的观点在数量上较西方更为丰富和厚重。即使到

了清代,士大夫中也有不少论及爱护动物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念不仅有强调人对动物的利用要取用有时、取用有法和取用有度

的,也有不少涉及宣扬戒杀放生、反对将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以及主张禁止动物斗戏的。对于这种历史的连贯性和丰富性,莽萍总

结道:“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与动物伦理,由上古神话到轴心时代的哲学思潮,由先秦诸子到儒、释、道,由哲学到宗教,由学说到制

度,由道德戒律到民间习俗,展示了一幅层层相叠、环环相接的历史图景,由中可以见出这一传统的深厚与丰富”。
(15)
与现代动物

保护思想的联系相比,西方在 18世纪以前尽管有毕达哥拉斯、普鲁塔克、蒙田等少数超越人类中心论而论及善待动物的观点,但

在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中,超越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则可谓一以贯之。佛教的众生平等,不杀生理念,道教的道法自然、物无贵

贱,这些都与现代动物保护理论所提倡的“动物非物”的观念在精神上有相当的契合之处。 

其次,从爱护动物的实践来看,自文明诞生起,中国历史中爱护动物的实践就从未断绝,而且在很多数时候比同时期的西方有

更大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如梁武帝出于佛教不杀生思想而施行的断屠禁杀自不待言,出于保护农耕目的而颁布的限制渔猎和保

护耕牛的做法则在历朝历代几乎均有实行。即使到了 18 世纪,当时的清朝民众在动物保护的实践上相对于动物保护运动兴起前

的英国来说也并没有质的差别。在禁止虐待动物上,18 世纪英国固然在基思·托马斯爵士所言“新感觉”的影响下涌现出了越来

越多爱护动物的事例,但与此同时,社会中仍有大量虐待动物的现象,而且后者也仍是主流。与其相比,清朝社会中尽管也有大量

残忍对待动物的情况,但同时却也不乏善待和禁止虐待动物的事例。尤其是随着明清时期居士佛教的兴起,江南等地成立了数量

众多的放生和护生协会。至17、18世纪,放生护生行为逐渐从江南、巴蜀等地向周边扩展,并在有清一代蔚为流行。“到明清时

此俗不止在江浙、巴蜀流行,乃至北上京津一带。”(16)而且,除却民间的爱生、护生行为外,清朝官方也多有此类行为。顺治、康

熙、雍正等均颁布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诏书和禁令,其中尤以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例子流传最广。(17)除此以外,乾隆年间巴延

三毁驴香馆的例子也可谓典型: 

太原之城外,有地名晋祠者,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往者日以千计,群呼曰鲈香馆,盖

借鲈之音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豢之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缚,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

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碎割。欲食前后腿,或肚,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

死绝也。此馆相沿已十余年,乾隆辛丑,长白巴延三为山西方伯,闻其事,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是者十余人,送按司治其狱,引谋财

害命例,将为首者论斩,余俱发边远充军,勒石永禁。(18) 

以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不乏与现代动物保护理论的互通之处,在理论的丰富性与现代性上相比同时期的西方在大部

分时期甚至更有胜之。而且,在实践的层面,19 世纪前清朝朝野上下也有诸多爱护动物的实际案例,相对于同时期的英国也并没有

质的差别。 

三、碰撞与交流:清末民初上海的动物保护活动 

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开始在上海等地出现。1845 年 11 月 15 日,英国在上海

设立第一块租界,此时距《马丁法案》的通过和 RSPCA 的成立已 20 余年。由于享有治外法权,开埠伊始,英人就将其国内动物保

护的实践移植于上海租界。这样,华洋交汇的租界就为两个文明在此方面的碰撞和交流提供了特殊的场域。 

(一)冲突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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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英国本土兴起的动物保护运动本身就具有社会中上层对下层民众文明规训的意味。“SPCA 可以被看作又一次中产阶

级教化下层社会的运动。”(19)而当英国人以战胜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时,他们也以“文明人”自居,对国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和行

为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注。他们通常自视更加文明,并以其自身的标准去衡量国人对待动物的态度。尽管也有一些观点表现出了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保护思想的赞赏,但总体而言仍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国人对待动物比较残忍,需要对其加以文明的规训。在实

际接触中,许多国人习惯的行为和做法均会被视为虐待动物而加以处罚。 

1867 年 7月 27 日,在上海外侨中素有“英国官报”之称的《北华捷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小马》的文章,这是较早直接体现

在华西人对国内动物保护状况认知的文献。作者对租界中华人驱使幼马载物负重而不知体恤的行为进行了评论,认为在英国对马

匹载货的重量有严格的限制,而类似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小马的虐待。“在英国,类似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得到纠正。马主和

骑者都会遭到起诉并处以相应的惩罚。但中国没有防止虐待动物会。”“我们知道,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对马主的类似行

为进行惩处。而且,很有可能这种做法对于一个本质上残酷的人来说也并不被认为是一种不良行为。”(20)或许这样的评论正是要

为租界当局对类似的行为进行处罚而进行铺垫,不久之后,诸如病马驾车、幼马负重等行为就开始受到惩处,而被罚的几乎均为租

界华人。在《申报》数据库中仅以“病马驾车”为关键词进行查询,搜索到的结果就多达171 条。 

1878 年 4 月 11 日,一篇名为《中国与西班牙》的文章在《北华捷报》刊载。该文认为中国人和西班牙人有诸多共同的不良

习惯和嗜好,其中的一点就是残忍对待动物。文中写道:“正如斗牛所揭示的,西班牙人对于动物的痛苦出奇地麻木。中国人也是

如此。残忍对待动物的污点严重损毁了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形象。”(21)1883 年 1 月 31 日,在另一篇名为《残忍对待动物》的文

章中,作者写道:“我们身边那些动物之所以遭受痛苦和折磨,几乎全部可以归结为中国人的麻木和残忍”。“确保动物不受到伤

害是我们欧洲人的责任。我们对中国人虐待动物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可能的话,我们要让中国人看到并切实感到我们对他们的

这种看法。”在后文中,作者进一步提出要以西人对待动物的标准去要求租界的中国人,并呼吁在租界成立类似于英国的防止虐

待动物协会。(22)通览这一时期的《北华捷报》,类似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在这种认知的影响下,租界内华人被起诉虐待动物而

受到处罚的案例不断增加。以虐待动物(cruelty to animals)为关键词在《北华捷报》的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被控虐待

动物的案件从 19世纪80年代开始急剧上升。面对诸多类似案件,仅靠工部局有限的行政人员进行处理已远远不够,1898年,英人

依照其本土的 RSPCA 在租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禁止虐待动物的组织——上海救牲会。该会成立后在租界积极协助工部局从事禁

止虐待动物的实践。(23) 

除却病马驾车、幼马负重外,当时国人的一些传统习惯和行为也会被控虐待动物而受罚,现宰活禽活畜就是其中的典型。1899

年,租界一药铺遵行传统做法现杀活鹿制售全鹿丸而被拘。“英界四马路叶树德药铺因修合全鹿丸,先将活鹿吊死,然后宰割。事

为救牲会人查知,恶其居心残忍致函捕房转请公堂传药铺执事人钱宝绪……钱宝绪供凡药铺宰鹿大概如此,不独小号一家。今已

知过,后当痛改前非……判罚洋银十元,具以后不再将鹿吊死,切结存案备查。”(24)1906年11月18日,一位名叫朱旺家的华人“被

控于下午 1 点 57 分在北京路将一只活鸭残酷放入滚开的沸水里烫死”。在场的一位美国律师记载了朱旺家当时的反应:“此人

说话结结巴巴,提出的解释含混不清。他被处以 25美元罚款。由于缴不起罚金,只好将他驱逐。”而现场围观的清朝民众目睹这

样的审判想必也超出了所能理解的范畴,“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25) 

除现宰活禽活畜外,引起较多矛盾冲突的还有倒提鸡鸭。携带鸡鸭时握其脖颈倒提而行不仅在当时,时至如今仍然是不少国

人习惯的做法。但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租界却会被控以虐待鸡鸭而受到处罚。为杜绝类似事件,工部局多次刊发告示禁止倒提鸡鸭

等行为。
(26)

英人的这种做法在施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国人激烈的反对。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后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英人一方面欺

压国人另一方面却禁止倒提鸡鸭的做法日益引起国人的不满。由是,在一部分国人的心目中英人的禁止虐待动物遂与殖民侵略和

仗势欺人联系起来。1925 年 5月 30日,五卅惨案爆发。6月 13日,《申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英捕剧施枪击,惨杀多命,残酷

残忍举世所无。沪上人民悲愤莫名,罢市罢工罢课罢业,损失千万。英日绝无悔祸之心。以自号文明国人,租界章程对于倒提鸡鹅

鸟鸭者律有明文,而于无辜学生忍心枪击,视若无亲。孟子所谓今恩足以及于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独何欺我中国?”(27)对于此

种言论,也有一些国人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1934 年 6 月 28 日,鲁迅先生以公汗的署名在《申报·自由谈》

发表了一篇名为《倒提》的杂文,文中写道:“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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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

无益的虐待呢?”(28)此文一出,立即招致了一些国人的不满,并在当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二)互动和交流 

虽然中英两国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有以上碰撞和冲突,但与此同时却也有着互动和交流。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

成的丰富文化赋予了国人众多可资借鉴的资源。它们对于西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启发作用,在实践层面对于纠正租界中西人一些

简单粗暴的规定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理念认知层面,一些西人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动物保护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国人中的一些人士对于西人的做

法也予以首肯。1874 年 2月 12日,《北华捷报》上刊登了西人一篇名为《仁慈对待动物》的文章。该文写道:“我们很自然地认

为中国人是残忍的……但就总体而言,中国人并非我们刻画的那样不人道。中国典籍中有不少反对残忍对待动物的思想,这些对

于缓和动物所受到的痛苦和虐待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结论,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家所阐述的那些观点在中

国佛教的教导中都有体现。与佛教的教导相比,我们在对待动物时不仅残忍而且也通常考虑不周。认识到这一点真可谓如梦方

醒。”“我们需重新审视以前自我感觉的良好……与华兹华斯和弗里曼主张善待动物的诗歌相比,残忍对待动物是一种恶劣行为

的思想在佛教僧众的宣教和典籍中早已存在。”(29)英人成立的上海救牲会也多次提及华人精英在理念上对其的支持,并认为在中

国的精英人士中也并不乏善待动物的行为。(30) 

国内较早对英人在租界保护动物的行为予以关注的是 1872 年成立的《申报》。《申报》虽由西人创办,但其目标人群却为华

人,且主笔由华人担任,因此主要反映的是当时国人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认知,并在国人中有广泛的影响。(31)1873 年 6 月 23

日,在一篇名为《请广爱物之仁》的文章中,作者评论道:“西人有例不许虐待禽狱……夫此则为爱物之仁……吾愿为法所不及者

虽不惮其例之严,而亦必重体此好生之德以加之意焉”。(32)这是《申报》较早的对西人动物保护行为的评论。此后,《申报》对

于这一议题仍有大量的报道,其中有不少文章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可,认为其与佛教的戒杀生和儒家的仁民爱物观有相通之处。 

除认知层面外,双方在实践中也有互动和交流。1883 年 2 月 20 日,《申报》刊登告示提醒民众,称由于“近日开其洋行西人

为狗咬伤毙命,故恐疯狗伤人,两巡捕房皆大严狗禁”。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工部局关于狗禁的具体政策为:“日间自早六点

钟起至晚十一点钟,如见街上往来之狗项无带子并无主名者,当捉入虹口捕房阅闭。限三日内无人认领即当杀死。晚间自十一点

钟起至早六点钟,如见有街上往来无主之狗,即行击死。”(33)此一政策公布后,引来了不少国人的非议,认为其措施过于简单粗暴。

当时在上海南门外有一家名为放牛局的善堂,其为一些乐善好施的国人所筹建,主要目的为蓄养放生的牛羊等动物,并雇有专人

加以饲养。(34)听闻工部局对待流浪狗的严厉措施后,放牛局的一些慈善人士立即致函西人,希望不要立即处死无主的流浪狗,并允

诺愿意将其接收并加以饲养。
(35)
上海的一些其他善堂也联名上书工部局,建议将无主之流浪狗迁至放牛局而不要立即将其捕杀。

“本埠同仁辅元、果有、普育、保婴、保安各堂董因租界无故杀狗情形甚惨,于昨二十一日齐赴英法两工部局暨英法总董处,肯

商肆后巡捕捉到之狗请即由放牛局按日凭领收养局中。”(36)在以上善堂的不断要求和《申报》等媒体的接连报道后,工部局对之

前的规定进行了修正,同意不对流浪狗立即捕杀,并交由养牛局暂时领养。(37)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视野的日益开阔和民族意识的的觉醒,一些先进的国人开始着手创立中国自己的动物保护协会。1928年,

被誉为“民国第一奇女子”的吕碧城在游历英国期间得悉英国皇家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事迹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思。吕碧

城认为儒家“间有恩及禽兽之说。”而作为熟稔佛教文献的虔诚的佛教徒,她认为佛教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更胜于西方。“(佛教)

集公道之大成,阐文明之真义,世界任何宗教宁有善于此者。”(38)有感于当时西方动物保护运动的兴盛,1929年旅居日内瓦的吕碧

城向国内寄文写道:“此项团体已经遍设于世界文明开化之区,而中国经传,仁及禽兽之说,于世界为最早,何今日反处化外,非文

明退化之征耶?”(39)在吕碧城的引介下,中国佛教会的一些人士也意识到“蔬食护生之事,中国佛教行之甚早,惜无组织宣传”,

遂即推定太虚法师、王一亭、狄巧贤居士等为筹备员,并联络各慈善团体欲在上海设立世界保护动物会之中国分会。(40)经过周密

筹备,1934 年 2月 25日,中国动物保护会在上海成立。协会成立当日盛况空前,到会名流有吴铁城(李大超代)、姜怀素、黄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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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绰、关絅之、朱子桥(查良钊代)、孔祥熙、李经纬、赵朴初、释圆瑛、大悲、性定等社会名流五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
(41) 

中国保护动物会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同时也得到了佛教协会和沪上各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该会成立后积极利用各种形式

进行动物保护的宣传和实践,如设立动物保护节、翻译西方动物保护法律、派发护生书籍和纪念品、与电台合作播放护生节目、

举办护生图画竞赛、设置禁屠日、与寺院合作收养流浪动物、禁止屠杀耕牛、清洗放生池等。其中的一些做法参考了西人的经

验,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为原创并具有显著的本土特色,也更契合国人的认知和习惯。在多方努力下,以上海为中心的民国动物保

护运动在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掀起了一个热潮。 

四、结语 

全球史学者认为文明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威廉·麦克尼尔曾言:“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是陌生人之

间的接触,因为这引起了相遇的双方重新思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他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42)刘新成教授也认为不同文明在

互动过程中“既因为互相学习借鉴而提高生存技巧,也因为生存竞争而刺激发展动力,因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43)从这

一视角来看,清末民初动物保护活动在上海的兴起则正是中英两个文明间互动和交流的结果。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运动发

源于西方,但中国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也均孕育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资源。鸦片战争后,英人将其

经验移植于上海租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既有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有互动和交流。从冲突的方面来看,英人的做法植根于英国本

土的实际,其与中国当时的环境有诸多不和之处,这也是双方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而与此同时,双方在交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

互动和交流。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认知上的互相欣赏和认可,在具体措施方面也有体现。如在处理流浪狗问题上,沪上原有的善

堂和放生机构对于纠正英人简单粗暴的做法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 20 世纪后,如吕碧城等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和强烈民族意识

的本土人士一方面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对西方动物保护运动也主动借鉴。由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有本土

特色的动物保护运动逐渐在上海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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